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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程小强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１３）

［摘　要］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
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

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

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

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

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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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宇红的文章《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
（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５年第３期，以
下简称“祝文”）借西方学者查尔斯·泰勒关于“本

真性”的论述，以张爱玲沦陷时期名作《倾城之恋》

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个案，对张氏小说的个人主

义问题发微探幽，别有新见。该文对张爱玲小说的

个人主义学术话题的敏锐，显示了作者对张爱玲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熟稔，但在具体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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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判断尚待商榷，有些结论印证了当前学界整体

上的疏忽，甚至包括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问题的失

判。下面聊以例释。

一

祝文对张爱玲和鲁迅的小说在个人主义问题

上比较如下：

张爱玲从来不排斥功利个人主义，而她在个人

主义问题上的新发见，无疑依然与五四新文学有着

继承关系，五四的经验“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

想背景里”。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与

鲁迅小说就颇有呼应。范柳原不肯言“爱”，和《祝

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不

无相似之处，都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１］１４

祝文直言“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

与鲁迅小说就颇有呼应”，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

究”和“影响研究”方法的内涵看，这一判断应是建

立在鲁迅与张爱玲的“影响研究”而非“平行研究”

基础上的。近年来，鲁迅和张爱玲的“平行研究”多

被诟病，因为相关研究大多执一端而失全貌，且过

于注重面相上的异同，比较结果无非是张不如鲁或

张和鲁相比肩，或者在某个话题和主题上张爱玲达

到了或近乎达到了鲁迅的高度，等等。在鲁、张的

“影响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难点时，

祝宇红的判断自信十足、语出惊人，其将张爱玲的

小说对鲁迅的小说“颇有呼应”限定“在个人主义

问题上”，可谓胆大有余而依据严重不足。

笔者以近年来阅读张爱玲论著的索录，参考古

耜先生《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之考证，将能

发现的鲁迅和张爱玲的“影响研究”证据条列如下：

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

“平淡而近自然”。［２］

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

有号召力……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 Ｑ
心理。［３］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

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

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

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

子》（依古耜先生注：作家记忆中的篇名有误，从情

节看当为淑雪兼珂———今译为左琴科———的《贵家

妇女》），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

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４］

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

徐廑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

《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５］

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

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琵琶读到鲁迅写男

人也许不抵抗盗匪和蛮夷，然而妇女若是不投井投

河以避强暴、倒是痛哭家门不幸。荒淫逸乐的空气

里，女子的命运却与富饶土地上的穷人一样，比在

礼教极端严格的国家尚且不如。［６］

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

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

忙———晦气。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７］

中国并不富强。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

惊慑于半个世纪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

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

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

反感。［８］

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

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

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

不得寄回去。［９］１５０

他算鲁迅与许广平的年龄差别，“他们只在一

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９］１４２

又道：“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

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他永远在分析他们

的关系……［９］１４２

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

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

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

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

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１０］

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

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

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

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

不说坏的，实在可惜。［１１］

前四则材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的翻译和学术

工作并不陌生，认可鲁迅的文笔。第五则和第六则

材料，笔者曾撰文予以分析：“张爱玲通过思考祥林

嫂的人生命运找到了对中国旧式人生 －人性和形
成这种人生－人性的根源的观照点，这也是张爱玲
自《金锁记》以来持续关注女性非正常命运遭际的

认知结果。张爱玲延续了鲁迅对女性的观察：当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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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下延至乡土之后，由性引起的伤害于女性而言可

导致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极限化处境。从中国新文

学传统来看，张爱玲对鲁迅创作思想的这一撷取恰

是‘人的文学’这一‘伟大的传统’与张爱玲自身绝

望体验的结合。”拙文进一步指出鲁迅的《祝福》对

张爱玲的《半生缘》的顾曼祯形象的塑造多有启示：

“在‘人的文学’原点上，世俗的张爱玲有了走进伟

大的鲁迅的可能。他们对礼制、对男权社会的反思

与批判均指向了中国传统和中国人的普泛劣根性。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对顾曼桢形象的塑造，显示着

傲人且不服人的张爱玲从创作上做出了不为人所

熟知的对鲁迅的认可与回应。”［１２］第七至第十则材

料，笔者亦曾撰文分析：“（此四则材料）可窥探张

爱玲文学思想之斑驳陆离，所涉话题既有中国新文

学传统的主流问题、鲁迅文学的视点及人物形象塑

造问题、鲁迅和许广平爱情故事。胡兰成的回忆则

概括了张爱玲１９４０年代对鲁迅的整体理解，从侧
面反映了张氏１９４０年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
征。《小团圆》中，张氏两谈鲁迅，既有恋人之间的

夸饰之词，也有借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为自己和胡

兰成的感情正名之嫌，折射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最

重要的文化－知识人之一对时代风潮及后来文人
立人修身层面的巨大影响。……胡兰成对张爱玲

文学取向的回忆总结与张爱玲自己对鲁迅的理解

看似不搭调。尤其是张爱玲借成年之际的琵琶对

新文学及鲁迅的‘疮疤’式书写示以极大反感，然而

又为何有‘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这

样的判断。上述说法看似矛盾，但实则内在地揭示

了张爱玲１９４０至１９６０年代的主体经验、对人生 －
人性的认知与文学创作上的高度一致。”［１３］最后一

则材料说明孤悬海外数十年的张爱玲最终对鲁迅

及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还是作出了合乎历史

和文学发展实际的认可，显示出难能可贵的自我否

定意识。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确

实有所呼应，但以目前发现计，也仅限于如《半生

缘》等个别文本，而“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就看不

出张爱玲的小说是如何对鲁迅的小说作出呼应的。

为证明这个有待商榷的结论，祝文进一步举例：“范

柳原不肯言‘爱’，和《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

嫂的‘灵魂有无’质询不无相似之处，都源于信仰失

落造成的虚无感。”［１］１４在祝文看来，范柳原不轻易

言“爱”和《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灵魂、地狱有无

问题均源于“个人主义问题上”的“虚无感”。范柳

原不轻易言“爱”有点个人主义因素，进而被归于

“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勉强讲得通，但祝文就此

轻易地将《祝福》关于“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三

问”与个人主义扯上关系，同样归因于“信仰失落造

成的虚无感”就太过牵强。这不是祝宇红一个人的

阅读失察，而是学界多年来对《祝福》的解读多显生

硬刻板及唱高调之积弊。大致看来，学界多年来对

《祝福》的误读分三种情况：一是不顾字面意思，强

加新意和高义；二是只看到字面意思，执其一端，不

分因果或因果倒置；三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成因

过于注重外部环境和机制，而忽视了祥林嫂的主动

担当及主动作为等内因。祝宇红当然未能免于俗

套。弄明白了祥林嫂的命运成因问题，也就自然清

楚“‘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和

“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着实无关，这只是作为一

个知识人的“我”对祥林嫂的命运有了更多更深刻

的理解之后的艰难的同情，谈不上是什么“虚无感”

之类的归因。这当然不是祝宇红一个人的失察，而

是当前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祝

福》和祥林嫂命运索解的明显疏忽。祝文之失在于

以假证假，结论当然为假。

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坐标，所以，

在当下部分学者心目中，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著
述中，若不和鲁迅或多或少扯点关系，或者没有什

么纵横比较的话，貌似学问就做得不深入了；还有

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学术论文的撰写上，若能扯上

鲁迅或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作出相关述判，则貌似高

明和高深一些。这是当前学界流行病，而非某一人

的习惯，但这样牵强为文，相应风险比较大，相应失

察亦屡见不鲜。再举祝文一例：“《红玫瑰与白玫

瑰》中对振保‘自欺’心理的揭发，足可以成为鲁迅

《阿Ｑ正传》之后‘精神胜利法’的又一范本。”［１］１３

诸如此类关联，大都取乎表相相似而忽略了作家创

作的独特性。其实，张爱玲和鲁迅的创作远非同一

路径和格调。假张爱玲之言，即鲁迅是喜揭“疮疤”

和“爱之深责之切”般的启蒙批判，而张爱玲则多沉

湎于“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乱世人生启示。实质

上，《红玫瑰与白玫瑰》对振保自欺心理的生动描

绘，仍服务于张爱玲对变态、荒诞人生 －人性形式
的执迷与宣叙，小说着意呈现的是虚无、颓废的人

生本相。相比之下，鲁迅谋求的则是对以阿Ｑ为代
表的国民劣根性施以批判，其指归在于个人的觉醒

与时代、民族、国家的重建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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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该文文末，祝宇红谈到：“到了创作后期，张

爱玲甚至进一步将个人主义立场置于现代政治现

实的拷问下，呈现出无可救赎的虚无困境。”［１］１６依

祝文之意，张爱玲首先应对现实政治作出了明确的

阐述，然后通过对现实政治的论述来砥砺自己的个

人主义立场。“拷问”一词饶有意味，表明张爱玲的

政治现实之思与个人主义立场之确乎紧密相关，且

个人主义立场是张氏通过政治现实之思对之施以

先验审判来建构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祝文将这一结论限定在了张爱玲的“创作后

期”。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陆续编
辑出版“张爱玲全集”和“张爱玲外集”系列，张爱

玲创作的全貌得以恢复。所谓“创作后期”是指

１９５５年其赴美之后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张爱玲
的文学创作主要由改写和创作组成。改写方面，如

将《金锁记》扩改为《怨女》，改《十八春》为《半生

缘》，对《小艾》结局进行改写，等等。创作主要由

自传体“三部曲”构成：《雷峰塔》《易经》和《小团

圆》，包括多个剧本和中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零星

散文创作。张爱玲为文最鲜明的特点即不直陈政

治现实，即使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其相应言论亦少
之又少。但在抗战及稍后的环境里，由于特定的为

人与为文观，加之胡兰成对张爱玲为文别有用心的

解读和引导，其为文悄然之间和时代政治纷扰有所

激荡。到了“创作后期”，情况则稍有不同，《雷峰

塔》《易经》和《小团圆》原原本本地还原了张氏自

幼时以来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将自传体“三部

曲”与张氏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文学创作对读，可以
看出，张爱玲自沦陷时期操刀文学以来，就将这些

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几乎全部转化为创作资源，其

中就包括呈碎片化的关于政治现实的思考。

张爱玲的文学极少关涉“政治现实”，其直言家

国政治及民国大势的文字就更显得难能可贵。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其对政治现实与时代家国的有限

见解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思想走势的思考

基础上的。在对近现代以来的国家主义问题分析

之前，张爱玲首先对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老子》《易

传》和孔子之学进行了比较：

她想找《易传》，据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

所作，当时他囚于里，已是垂垂老矣，自信不久便

会遭纣王毒手。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

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

龟甲烧灼之。她还没读过。五经里属《易经》最幽

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

性。《老子》也不在她的课外书之列。只读过引文，

终于让她找着了一本。《老子》是乱世的贤哲，而中

国历史上总是乱世多于治世。孔子的学说就只有

在较太平的岁月才实用。［６］２７２

这段话透露出几点有意义的信息，张爱玲首先

明确指出《易经》讲求变通。《易经》的文化 －哲学
特征在于讲求变通，依照乾坤交感而生万物的道与

理，讲宇宙间的诸事物依据一定的秩序永久进行、

时时革新、时时变化，尤其指出物极必反的道理

（按：笔者本部分关于先秦诸子哲学的理解参考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张爱玲刻意强

调《易经》的成书经历，即文王在时世艰险、个体罹

难情况下对个体意志进行定位和对时代作出反抗，

并将这一思考哲学化而传颂至今，具有超越性特

征。张爱玲的这段解读符合《易经》的文化 －哲学
特征。如果和当时抗战的时势联系起来，不难看

出，《易经》的成书时代和抗战时势可堪相较。同在

艰难时世，在个体意志与时代风潮发生碰撞和裂变

之际，张爱玲轻易地放弃了家国、时代的需求而遁

于个人主义的小天地。此时的张爱玲喜好于时代

变局中的人生常量，《老子》被顺利带出。接下来，

张氏肯定《老子》成于乱世，是先贤圣哲对乱世思考

的结晶。对中国传统文化颇为用心，尤其是 １９５５
年赴美之后的张爱玲研读过大量中国文学经典，她

对《老子》的思想内旨了然于心。《老子》总是在万

事万物的变化中注重通则的一面，注重普遍事物的

总原理，《老子》将其命名为“常”。对“常”的理解

和对“常”量的重视，成为张爱玲谈论《老子》的契

机：“道家面对灾祸的阴柔态度，损之而益，以输为

赢，从学理渗入了平民百姓的思想。”［６］２９０即如何在

灾祸面前维系个体、人生、民族及至家国的常量，并

有效化解历史上一次次变乱和时代危局，这都归功

于道家学说的平民化之功。张爱玲认为中国历史

总是乱世多于治世。她的这一认识是有偏差的，因

为一个王朝总要经历治世、衰世和乱世，而治世和

衰世总多于乱世。在思考了个体、民族及至家国如

何通过道家思想应对乱世之后，张爱玲接着将思考

置于治世和衰世时代里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对家

国稳定所起到的根本性维护作用。从危局谋“变”

到乱世谋“常”，再到治世谋“守”，张爱玲对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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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强：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史－政治在文学－哲学的投影观察是符合逻辑的。
儒家文明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带根

本性的，自西汉以来，从庙堂之上到江湖民间，儒家

思想宰治着中国社会的思维走势。在儒家文明的

抽象道德观念中，礼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随封建社

会的成长一路发展，甚至极端化。对此，张爱玲表

现出了足够的敏锐：

孔子让她想不通的地方在对礼的讲究，这么一

个中庸的人真是怪异。但她渐渐明白礼对生活与

统治的重要，宰治着人们，无论是家庭、部族、王国

或民族。她想：只要美，我倒不介意压迫。你习惯

的美有一种恰如其分，许多人看成德行。我们受压

迫惯了，无论是在盛世或是乱世，而那只压迫的手

总是落在女人的身上重些。这样的憧憬就是美的

一部分，不就是自压迫来的？［６］２７２

“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粮食与治

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１３］２２在封建

王朝悠长的治世和衰世，孔子所代言的儒家礼教思

想成为长期以来主宰中国人行为的规范性纲领，从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儒家之

礼被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奉为圭臬。而从民间社会

来看，礼异变为中国人尤其是弱者一道无法跨越的

横梁，在中国民间，弱者往往成为礼教的殉葬品。

张爱玲的思考重心在于：礼教作为“隐形的手”如何

宰治着中国人尤其是弱者的命运，尤其是如何宰治

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在张爱玲看来，“变”与“常”

都不可怕，唯有治世之“守”最为可怕。而在近代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风靡

一时，这个口号反映出时代的变革需求与传统的巨

大惯性之间的矛盾、裂痕和那个时代人们对调和矛

盾的努力。

张爱玲借其笔下主人公之口对“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这一时代思潮发表了看法。她认为近代以

来的中国走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而

对殖民时代的香港或海外华人来说，则是反其道而

行之。这段谈话虽在轻松调侃间完成，但却内蕴着

张爱玲对近代中国社会变与常关系的思考。“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被动性适应世界的产

物，其中“中学”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固定成型以

至模式化了的程式，而“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对世

界潮流形势的被动适应。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

“中学为体”为根基，是个体、民族、家国长期积淀而

来的，是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儒家的礼学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一积淀的不断延续，从而使

一代代的“中学”从体制到思想层面以不断层积的

方式得以发展壮大。作为圣人，孔子极具先见之明

地用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方法保证了礼在内容

上具有鲜活性、适应性特征。而在张爱玲看来，中

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恰好丧失了这部分适应扩充性

内容，这一点甚至不如日本。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受灾难，甲午战争之后，中

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清末民初，政局突变，

但走向共和并未使中华民族焕发出预期生机。抗

战始发，中华民族再次卷入风口浪尖上。张爱玲亲

历港战，在《易经》中，她对中华民族在古代便已然

发达的爱国心和近现代以来流行的国家主义别有

所思。这一观察与其对中国古代道家与儒家文化

的彻悟、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思一脉相承：

日本人蚕食鲸吞，爱国心也成了道德压力，她

从小在离群索居的家里长大，也没能躲得开。时代

要求人人奉献牺牲。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

总直觉反感，像是上学堂第一天就必须向孔子像磕

头。爱国心也是她没办法相信的一个宗教。和一

切宗教一样，它也是好东西，可是为它死的人加起

来比所有圣战死的人还要多。她也不是和平主义

者，只是太喜欢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一个国家可以百战百胜，最后仍衰亡，因为原气尽

失。道家面对灾祸的阴柔态度，损之而益，以输为

赢，从学理渗入了平民百姓的思想。这种怀疑论与

退让说不定帮中国积攒了大量的活力，尽管几百年

来人民像甘蔗一样被榨干了。

可是在国家主义的时代里一个民族没有爱国

心要如何自敬自重？不犯着说我们在二世纪经历

过一次，八世纪又一次，现在也走在时代的尖端。

国家主义方兴未艾。拥护的人热爱它，不拥护的人

渴望它。现代人谁也免不了。不起而自卫的耻辱

到头来必定会夺走我们这个民族的什么。日本人

来了怎么办？效法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叶

名琛？［６］２９０－２９１

这段话表意清晰，内容颇值得玩味。从个体成

长经历看，张爱玲排斥任何带有集体目的性的活

动，即使在战争期间，她对爱国心也表现出相当的

疏离和拒斥。“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无兴趣。一

般人念兹在兹的民族意识、国家热情，在张爱玲不

能不说极为稀薄，几近于没有”［１４］，这点源于张氏

对中华民国时代的爱国主义能否生成持极其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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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在张爱玲看来，战争年代里，要首先确保活

着，因此应积极汲取道家思想的精华，以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心态面对乱世和灾难，做到无为为之、不

治治之。这些本来消极的道家思想和张爱玲在战

争期间不负责任的言论相互激荡，成为其妥协为文

的另一隐秘体现。究其根源，其一，因张爱玲太迷

信老子及道家思想作为乱世的贤哲之用，且因妥

协、自私、不负责任的战时心态，其很容易将道家思

想的消极面扩散放大，老子及道家思想也一定程度

上被她改造和扭曲。其二，张爱玲以自身成长经验

和战争感受为依据，发现二战之际的中国恰如历史

上任何战乱时代一般，天下乱与变自不是普通人和

弱者可参与的，弱者在非常时代里对生命本身的渴

求更强烈、更本质，且只需顺大势、随主流即足矣。

或可说，张氏将二战期间中国之乱仅看成中国历史

顺延过程中又一次治乱循环和改朝换代，而看不到

现代政党政治体制下民族国家内在建构与成型的

机制。

《易经》是张氏晚期的回忆性自传，因此，写作

过程也是另一次创作，张爱玲也就能以更宏阔的视

野、以稍显客观的立场来审视这场战争，以及战争

暴露出来的中国问题。她明确指出，民间的爱国心

应积极转变成现代中国亟需的国家主义，而中国当

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国家主义观念的建立得

到解决，民众不能顽固守旧、墨守成规。她的这一

看法合乎时代需求和当时的中国实际。张爱玲真

正忧虑的是，在中国社会民间“中学为体”的看法未

发生根本改变之际，作为深藏于中国民间传统的爱

国心很难真正转化为近代以来包括国家、启蒙和救

亡需要的具有“西学”特点的国家主义话语。中国

现代化进程之缓慢、复杂、不平衡及暗流涌动等特

点也印证了张爱玲这一忧虑并非多余。取书名为

《易经》，或许暗含着张氏对因中华民族以至社会民

间缺乏变通力量而产生的深重焦虑。因缺乏变通

而过分持守礼教，儒教之礼在乱世束手无策，反而

束缚了中华民族觉醒力量的苏醒。和其对于现实、

亲情、人生等的绝望一样，张爱玲同样对现代中国

的国民政府缺乏信心，对国家主义推动的现代中国

自强之道不抱任何希望：

骨子里她（引者按：指主人公琵琶）是对重庆没

有信心，即使南京政府仍未撤退。孙逸仙说“中华

民国”必须经历三阶段人民对民主才有预备：军政

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琵琶十二三岁的时候

听见了，那时间就不信。孙逸仙当然有他的道理，

局势却不会照着走。到今天“民国”三十年了，还没

有走出军政时期的迹象。即使没有对日抗战，国家

仍是由军事委员长统治。谁也不愿意放弃既有的

权益，单看她的父母亲就知道了。［６］２９１

张爱玲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爱国心以传统中

国的家庭和宗族为中心，在张氏看来，中国的家族

在近代以来以颓败示人，怎么可能培育爱国主义，

爱国心的现代转化又从何谈起。其实，爱国主义承

载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其主体正由启蒙

者和被启蒙者构成，张爱玲既看不到也不相信，甚

至相当反感这点。《小团圆》这样说：“国家主义是

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９］５６真正

让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且很好地利用了“中学”

资源，又对之做出了积极而重大变通的，正是张爱

玲所恐惧并诀别的“毛式”革命———国家主义的内

容在集体主义话语基础上得到了大一统的实现，民

间的爱国心引流至具有高度统领性、号召力、组织

性的集体主义话语之内，相应的保障是通过不断的

思想改造，消除高度一体化过程中的任何杂音。

张爱玲对现实政治毫无热情甚至淡漠无视，但

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和相应的政治视野。

在对近现代以来事关民族、国家崛起的“国家主义”

绝望的基础上，张爱玲对政治现实的整体判断成为

其虚无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由此也不难看

出，张爱玲对“国家主义”的绝望之思提供了其执迷

个人主义的大背景，成为其个人主义理所当然且心

安理得地发展壮大的口实。所以，张爱玲对政治现

实的思考和对个人主义的坚守是相辅相成的，且内

在地统一于其妥协的为人、为文底子中。“张爱玲

甚至进一步将个人主义立场置于现代政治现实的

拷问”这样的提法也就明显站不住脚了，因为在张

爱玲这里不存在任何“拷问”的情形。事实上，考察

张氏整个文学实践，她都没有把“个人主义立场”置

于“政治现实”下“拷问”。

三

再来看祝文的又一论述：

张爱玲的小说显然在个人主义问题的认识上、

在自我发现的层面更加深入，克服了五四新文学那

种感伤性激情的浅尝辄止，揭示了向现代转型的中

国文化语境中，与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相伴而生的

扭曲文化心理———自恋、自欺与虚无，同时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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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在于个人主义之中的一种较高道德理想———

在现代自我意识建立中“本真性”追求的萌芽。［１］１４

该文认为，自恋、自欺和虚无是“现代转型的中

国文化语境中”的“扭曲文化心理”［１］８。笔者认为，

这一判断有失察之处。自恋作为一般国民心理，深

深地植根于历史，是人类自童年时代以来人之为人

的本性使然。普通女子偏好照镜子化妆之类，都可

说是自恋的表现，青春人爱穿几件新衣服、爱梳妆

打扮，也算是自恋，都属于人之常情，说不上是什么

扭曲的文化心理。当然凡事有个度，过度了就有扭

曲变态之嫌。自欺作为国民的文化心理，有史可

循，掩耳盗铃、掩人耳目、自欺欺人都有典可据，当

然也不全是现代转型之际的扭曲文化心理。在张

爱玲的文学叙事中，她只是将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作

为中国现代人的基本心理给予描述，最多只是对普

遍人性内容的自恋、自欺作出了富有时代感的阐

发。况且自恋和自欺的文化心理内容遍布于张氏

自幼时至青春以来的成长环境中，在张爱玲的自叙

传文学叙事中，父亲张志潜、母亲黄逸梵以及整个

走向末路的大家族无不如此；自欺欺人是其家人常

态，其母黄逸梵更是自恋狂般地执迷于妆扮。所

以，张爱玲对自恋、自欺等人性之常的叙写，更多来

自于自身体验，和对个人主义问题的形而上之思关

联不大。同时，借助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小说对“有

意味的形式”的强调，于张爱玲而言，在创作中借鉴

西方的心理分析学说，自然关注自恋和自欺等心理

内容，这都合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发展脉络和自

身经验的文学表达选择。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新感
觉派的小说创作为例，心理描写也仅仅作为艺术表

现手法而已，施蛰存对自欺心理的描述就和个人主

义无关，张氏更将之当作半旧不新的时代中国人的

隐秘心思来呈现，且并非局限于个人主义的范畴。

自恋和自欺作为一般国民心理，多为创作者所重

视，也较容易识别其与个人主义的似有若无、似是

而非的关系。但虚无作为张爱玲文学与人生观察

的最重要底子，就有必要多说几句了。

在张爱玲的人生－文学世界里，虚无是最重要
的底子：“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整体审美基调；悲观

也是张爱玲性格的主要基调。”［１５］２４作为文学思想

的虚无首先源于张爱玲的人生体验。《雷峰塔》和

《易经》清晰地显示，张爱玲自幼时以来的人生、情

感体验决定了其一生的文学走势，尤其是其将来自

于家庭、父母和胡兰成的负面情感认知几乎全部转

化为文学创作资源。当家庭破碎、亲情沦丧直接将

张氏带入一生的恐惧、迷惘与威胁之中时，“世界弥

漫着一股无以言之的恐怖”［１５］２８。在张爱玲看来，

所有的感情和人生的所有努力全都靠不住，所以终

其一生，她始终缺乏安全感，常人难以接近，更鲜有

人能走进其内心世界。在后来操刀文学之际，张氏

即于其文学叙事中一再宣叙相应的人生痛苦和不

堪经历，她将自我深深限定于一己营造的悲剧氛围

与情绪之中，自此再未能走出。在父女关系中，父

亲的生活选择启示了张爱玲对荒诞人生 －人性的
体验；在母女关系中，金钱成为张氏人生的重伤，其

文学叙事无不叙写人物因金钱关系而受到的伤害，

为人母者因守财而伤害子女成为其文学母题之一。

在这些人物身上，金钱可以诱使人轻易地越过为人

者的基本底线。１９４４年前后，她和胡兰成的爱情行
为对其为人为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胡得意之

际正是张爱玲创作上那些乱世求个人现世之“自

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人性观指导下的文学大
行其道之时。遗憾的是，张爱玲非但没有从其和胡

兰成绝望的感情、失败的婚姻中升华出更深层次的

具有崇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反而将个人俗世主义安

稳、妥协的人生卑微诉求作破产化处理，并导向悲

剧性的虚无、颓废及绝望，进而将其一再哲学化、本

质化、偏至化，如《半生缘》等就具有张氏以往作品

无法超越的颓废、虚无意识。正是基于上述亲情、

爱情及家族生存体验，张氏看不到其成长环境中现

代国家、民族、共和、革命等这些“革命”性力量。她

切切实实地生活在一个虚无而绝望的环境里，在长

达６０余年的文字世界里，她反复叙写的也是自己
带本质性的虚无体验。

其次，从文学传统来看，张爱玲借助中国古典

虚无主义文学传统，将魏晋、南朝、晚唐的颓废，明

清以来的《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有关

虚无之思原原本本地置放于民国的时代背景下：

“通过回到传统文学中去寻找灵感启发和表达手

法，张爱玲在话语层次上同时定义了现代化本土语

言的政治和文化含义。对于一个深谙五四文学的

现代读者来说，张爱玲小说语言所运用的措辞和叙

述语气呈现的是一套遥远的指代体系，而这种叙事

风格是诸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

小说才具备的特色。”［１６］这“一套遥远的指代体系”

正是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传统及相应谱系。加

之张爱玲倾心于西方世纪末文学的颓废、虚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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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也就借助于对民国时代的旧家族衰落、颓败描

述，一再实录高门巨族衰颓过程中的虚无人生与人

性，再三放大其对末世人生、人性的悲剧及颓废体

验，最终形成对整体民国时代新旧人物的全面否

定。当个人、国民性、启蒙、救亡、革命等时代主潮

被张氏轻易地放弃并自动疏离之际，张氏执迷的虚

无主义人生－文学就太轻易地和中国新文学的现
实关怀拉开了距离。祝文强调“作为现代性症候的

虚无主义，本身是对世俗文化范畴的挑战，经由尼

采揭发出来，在２０世纪之后却被发展成一种批判
模式”［１］１２，即使这一结论成立，张爱玲的文学与人

生所继承和阐发的也并不是作为批判模式的现代

性十足的虚无主义。这种重在抒发一种刻骨的生

命感怀的虚无主义，其实是中国古典《红楼梦》式

的，而非现代尼采式的。

以此看来，张爱玲的虚无体验主要来源于其自

幼时以来的成长体验，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传

统、西方“世纪末的颓废”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新感
觉派文学提供了其虚无主义形成的思想背景，港战

“围城”等战时体验则为其虚无主义的人性论

述———文学实践提供了足够的生成空间。所以，张

爱玲的虚无感可远溯中国古典虚无主义传统，下达

香港战时生存经验及与胡兰成的情感体验，其并不

是简单、笼统又抽象的“现代转型的中国文化语境

中”生成的“扭曲文化心理”。而虚无主义本身也

并不只是在现代时期与“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相伴

相生”的，实古已有之，此早为常谈。

“张爱玲小说中的个人主义”内容毫无疑问源

于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在没有中肯有效地梳理张爱

玲的个人主义生成及发展的情形下，仅借助于两篇

小说和个别西学理论概念推演“张爱玲小说中的个

人主义”，实在不得要领，相应结论也多有商榷余

地，甚至不无讹误。要真正说清楚张爱玲小说中的

个人主义问题，必须清楚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生成、

发展及表现形式。大体说来，张氏的个人主义来

源，从文学、思想传统来看，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虚

无主义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的文学”观及五四

之后的个人主义思潮，也有世界文学尤其是２０世
纪文学的人本主义思潮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

的影响。从张爱玲文学的创作资源来看，其晚期文

学的自叙传小说所提供的，正是个人主义如何从其

幼时及至青春以来的家族、亲情和爱情的点滴体验

中逐渐偏至且极端化发展而来。张爱玲的个人主

义见解更多地夹杂在其妥协、虚无、颓废等体验的

抒发中，亦如前述，甚或杂有对近现代以来国家主

义的绝望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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